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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构建其赶超发展学说时，大量借鉴了德国、法

国、美国的经济思想与政策实践。德国 “官房学派”怀有志在赶超的强烈意识，重

视政府干预和贸易保护，倡导通过工业化加速发展，对李斯特有着潜移默化的影

响。“科尔贝主义”让法国快速实现了工业和国力的早期崛起，这一跨越式发展的

经验和随后人亡政息的教训，以及保护思想在法国的复兴与效果，都深刻启发了李

斯特。美国独立之初，汉密尔顿等人即倡建 “美利坚体制”，其中的政府积极有为、

关税扶持工业、重视交通建设、拓展内部市场等内容后在李斯特学说中得到充分体

现。李斯特的诸多论点虽非原创，但集成一个与斯密学说相对垒的 “民族主义赶超

发展”范式却是李斯特的创造，且至今仍有显著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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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经济学说的当代价值研究”

（批准号：１８ＢＪＬ００２）阶段性成果。

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Ｌｉｓｔ，１７８９—１８４６年）因为

倡导贸易保护、政府干预、关税同盟、铁路建设而为世人铭记。然而，以今

天的眼光看，李斯特最重要的建树在于，他站在落后国家立场上，率先构建

了一个至今仍有指导意义的赶超发展学说。

李斯特的赶超发展学说包括了彼此关联的四项内容———以国家利益为本

位的经济民族主义理论、以幼稚产业保护为核心的工业化理论、以非经济因

素为重点的生产力理论、以政治力量为杠杆的经济推进理论，具体涉及 “身

心力量”“自然资源”“政治状况”“社会条件”“物质资本”等方面至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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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支撑赶超发展的因素。放到经济思想史的谱系中不难看出，李斯特学说确

立了一个堪与亚当·斯密 （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学说分庭抗礼的新范式，对当今发

展中国家的赶超实践依然不失启发性 （梅俊杰，２０２１）。

随着多年来对新自由主义反思的持续，国际发展学界在重新发现李斯特

学说的价值，乃至形成了一个 “李斯特回归”的趋势 （文得乐，２０１９：ｖ、

３），新版李斯特传记和李斯特研究新作的问世亦可为证 （Ｗｅｎｄｌｅｒ，２０１５；

Ｈａｇｅｍａｎｎ，２０１９）。值得注意的是，在充分评价李斯特赶超发展学说的先见性

与创新性时，也有必要在更宽广的视野下观照西方探究国家富强问题的悠久

传统，特别是近代以来发挥过重大作用的重商主义 （梅俊杰，２０１７），李斯特

学说的形成终究离不开这一传统。

德国、法国、美国是李斯特居留时间最长的三个国家，他的主要著作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１８４１年）、《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１８３７年）、

《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１８２７年）其实分别是为德、法、美三国所撰写。当

时，作为显著落后于领先者 （即英国）的后发国家，这三个国家正致力于追

赶先进，其重商主义性质的发展实践和经济理论对李斯特影响至深。本文拟

从官 房 学 派 （Ｃａｍｅｒａｌｉｓｍ）、科 尔 贝 主 义 （Ｃｏｌｂｅｒｔｉｓｍ）、美 利 坚 体 制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ｙｓｔｅｍ）这三个角度梳理李斯特思想的德、法、美渊源，以期准确

把握李斯特学说的理论精髓和历史地位，并客观认识西方率先崛起的理念背

景和思想动力。

一、德国的官房学派

德国是李斯特的祖国，他的早年和晚年主要在德国度过。自１７８９年生于

符腾堡公国到１８２２年因言获罪被迫逃亡法国，早年李斯特在德国国内成长并

求学，参与政府行政，办刊物推动改良，任教于蒂宾根大学，领导工商联合

会，当选符腾堡议员，下海投资经营；中年时于１８２４年在国内短暂坐牢；流

亡美国结束返回欧洲后，晚年又主要在德国，忙于编写百科全书，担任美国

驻莱比锡领事，宣传并规划铁路建设，发表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撰文

推进经济统一和关税保护事业 （梅俊杰，２０２０ａ）。虽然德国其时只是一个徒

有虚名的松散联邦，但德意志的历史传统、经济理论，尤其是政治经济的落

后现状，均不可避免地给急于用世的李斯特抹上了一层追求国家富强的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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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底色。

然而，在李斯特的主要著作中，很少见到他对德国经济学家的征引。早

期仅在 《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中，他提到过一次 “德国最著名的政治经济

学著作家佐登伯爵 （ＣｏｕｎｔＳｏｄｅｎ）”，并称此人曾为他编辑的 《德国工商业者

专刊》“写过许多极有价值的东西”（李斯特，１９９７ｃ：２１５）。佐登伯爵实名弗

里德里希·海因里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ＪＨｅｉｎｒｉｃｈ），提前从普鲁士官场退休后集中

研究政治经济学，著有九卷 《国民经济》（１８０５—１８２４年）。他的思想立场

是：虽然谴责重商主义、禁入令、高关税，但不是一个无条件的自由贸易者；

虽然总体上接受斯密的理论，但对 《国富论》抱轻蔑态度，认为斯密观点

“偏狭”（Ｈｉｒｓｔ，１９０９：１８５）。李斯特文中述及佐登伯爵，这是他受德国经济

学家影响的确证，可惜此例也绝无仅有。有德国经济思想史家因此断定：李

斯特作为一位著名的德国经济学家，对可识别的德国思想传统的借鉴非常有

限 （Ｔｒｉｂｅ，１９９５：３３）。不过，所谓 “可识别”这个字眼值得细究。

单纯关注李斯特书中的征引，固然可以得到他受人影响的 “可识别”信

息，但必然会埋没未能明示的其他大量思想源出，毕竟他说过：“我没有仿照

时下的风气多所引证，但可以说，我所读到的多于我所引证的又何止百倍。”

（李斯特，１９９７ａ：８）当然，李斯特著书时，多不在德国，他抱怨过自己的书

稿资料不在身边， “我只得完全凭记忆”（李斯特，１９９７ｂ：４）。由此可以想

见，他写作时能参考到的德语文献会比法语等其他文献反而相对缺乏。但如

今也知道，１８３８年初他从巴黎致信在德国家里的妻子，请她带些书过来，既

提及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雷蒙德 （ＤａｎｉｅｌＲａｙｍｏｎｄ）、托马斯·库珀

（ＴｈｏｍａｓＣｏｏｐｅｒ）、马修·凯里 （ＭａｔｔｈｅｗＣａｒｅｙ）等人，也提及德国经济学家

鲁道夫·洛茨 （ＲｕｄｏｌｐｈＨＬｏｔｚ）、路德维希·雅各布 （ＬｕｄｗｉｇＨｖＪａｋｏｂ）

及吕德尔 （Ｌｕｅｄｅｒ）（Ｔｒｉｂｅ，１９９５：４７）。以此观之，本国经济思想不可能对

李斯特没有影响，特别是在多为单纯求知而阅读的早年，更可能早已产生潜

移默化的作用。

首先应当知道，德国拥有发达的经济学传统，较早就形成了一个堪称

“德国版重商主义”的 “官房学派”。１７世纪，带有重商主义色彩的经济学已

在德国巍然成形，涌现出多位经济学大家，如探讨货币性质及贵金属积累的

雅各布·博尔尼斯 （ＪａｃｏｂＢｏｒｎｉｓｓ），注重公国行政管理和经济政策的法伊

特·泽肯多夫 （ＶｅｉｔＬｖＳｅｃｋｅｎｄｏｒｆｆ），倡导促进全民福利和农工商平衡的约

７７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学说的德国、法国、美国来源 ◎



翰·贝克尔 （ＪｏｈａｎｎＪＢｅｃｋｅｒ），强调扶持国内工业、努力出口制成品的菲利

普·霍尔尼克 （ＰｈｉｌｉｐｐＷｖＨｒｎｉｇｋ），讨论如何开源节流并保护国内工业的

威廉·施罗德 （ＷｉｌｈｅｌｍｖＳｃｈｒｄｅｒ）（Ｍａｇｎｕｓｓｏｎ，２０１５：７８—９２）。他们的论

述以 “官房”即国库或财政为重点，也涉及货币、商贸、工业、行政、治安、

福祉等广泛议题。

到１８世纪，德国经济学继续沿官房学派的轨道蓬勃发展。随着普鲁士国

王设立两个官房学教职，“世界上最早的两个经济学 （及官房学）教授职位于

１７２７年出现在德国，这比英国早了大约一个世纪”；如今的官房学派文献目录

列有 “约一万四千本书”，其中 “大部分出版于１８世纪”；“仅在德国注册的

登载经济文献的报纸和刊物先后就有１７０家”。事实上，当时德国经济学的发

达程度甚至超过英法等国，至少据载，“１８５０年前译成瑞典语的２０７种经济学

著作中，有８４本是德语，５５本是法语，５１本是英语”（赖纳特、贾根良，

２００７：２２９；熊彼特，１９９６ａ：２４５）。可见，单是德国的官房学派就不乏李斯特

可援用的丰富思想资源。事实上，他在蒂宾根大学任教时，系主任卡尔·富

尔达 （ＦＣａｒｌｖＦｕｌｄａ）即信奉官房学派，故有断言，“李斯特肯定受到重商

主义和官房学派的强烈影响”（Ｈａｇｅｍａｎｎ，２０１９：５９）。

对李斯特深有意义的是，官房学派怀有落后国家志在赶超的强烈意识。

德国经济学萌发之初，正是德意志遭遇乱世之际，１６１８—１６４８年的三十年战

争以降，所谓的德国长期形同 “失败国家”。经济总体的欠发达、对英法等国

的商贸依附、国家发育的迟缓，如古斯塔夫·施莫勒 （ＧｕｓｔａｖｖＳｃｈｍｏｌｌｅｒ）

所言，反过来也生成了 “重商主义的德意志特色”（Ｍａｇｎｕｓｓｏｎ，２０１５：７９）。

德国历史文献中 “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就是德国与其他欧洲诸国相比是一个

落后国家”。本来，欧洲近代的经济学基本上 “都是在当时很穷的国家写出来

的，或者是为当时很穷的国家而写的”，对于德意志则更是如此。所以毫不奇

怪，“德国经济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了落后国家奋力追赶富有邻国的特

点”（赖纳特、贾根良，２００７：２１８；熊彼特，１９９６ａ：２２８）。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ＪｏｈｎＭａｙｎａｒｄＫｅｙｎｅｓ）曾有高论，“局势越是混

乱，自由放任就越是无能”，官房学派既然怀有重拾河山并赶超发展之志，必

然会重视国家作用和政府干预。所以 “德国经济学传统将国家看成是重要的

经济推进器，并且在困难时期使出 ‘杀手锏’”，也就不足为奇了 （赖纳特、

贾根良，２００７：２１９、２２１）。如 １８世纪的约翰·尤斯蒂 （ＪｏｈａｎＨＧ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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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ｕｓｔｉ）、约瑟夫·索嫩费尔斯 （ＪｏｓｅｐｈｖＳｏｎｎｅｎｆｅｌｓ）等官房经济学家，均对国

家干预倡导有加 （Ｍａｇｎｕｓｓｏｎ，２０１５：８８）。与英国古典经济学不同的是，官房

学派不会把经济学仅当作 “一门关于交易的学问”来研究，他们更关注 “公

共管理、税收、制度、法律和规范”，以及 “地理与历史、技术及其变迁、政

府与管制、社会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等直接的经邦济民问题，由此也派生出

注重经验归纳、密切联系实际、强调整体主义等方法特点 （赖纳特、贾根良，

２００７：２２１、２１８、２２２）。李斯特学说与此一脉相承谅非偶然。

同样对李斯特有显著预示性的是，官房学派倡导通过工业化加速赶超发

展。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ＪｏｈｎＳｔｕａｒｔＭｉｌｌ）曾说：只有在世上落后国家里，

增加生产才仍然是个重要目标；而那些最发达的国家，经济上需要的是更好

的分配 （Ｓｐｉｅｇｅｌ，１９９１：３８９）。德国无疑应验了这一论断，因为 “官房主义

者对保护制造业很推崇”（赖纳特、贾根良，２００７：１２８）。与此互为表里的

是，官房学派 “都反对重农学派”，不相信放任自流会建立 “自发秩序”，不

相信固守农业会造就强大经济，倒是认为 “发展制造业不仅不会损害农业，

反而会带动农业”。突出的例证是约翰·普法伊费尔 （ＪｏｈａｎｎＦＰｆｅｉｆｆｅｒ），他

著有 《反重农学派》（１７８０年），并以此眼光 “编写了一本成功的官房学教科

书”，以及六卷本欧洲经济思想史教材 （赖纳特、贾根良，２００７：２２３、２３０、

２３１）。以李斯特在观点上及年代上跟他们的接近，难以想象他未受到其思想

影响。

为发展本国工业而要求贸易保护，这在官房学派那里也早有先例。应该

说，各种扶持本土工业之策在欧洲原本屡见不鲜，但在官房学派这里更有系

统建议，以菲利普·霍尔尼克最为典型。此人比李斯特早一个半世纪，在所

著 《奥地利富强论》（１６８４年）中提出了广为人知的 “本土经济学九原则”，

可概括为：（１）摸清基本国情，发挥生产潜力；（２）本国加工原料，收获百

倍增值；（３）扩大劳动队伍，吸引外来技工；（４）禁止金银外流，保证通货

供给；（５）使用本国产品，开展进口替代；（６）万一需要进口，宜用产品交

换；（７）鼓励进口原料，促进国内就业；（８）大力出口成品，借以换取金银；

（９）避免进口洋货，哪怕价廉物美 （Ｒｓｓｎｅｒ，２０１９：１０８；Ｍａｇｎｕｓｓｏｎ，２０１５：

９０）。除了李斯特日后政策与此酷似外，尤应注意，霍尔尼克的书作为 “那个

时代最成功的德语经济学著作”连印１６版，１７８４年还发行了 “百年纪念版”，

并重申该书对奥地利经济的缔造之功 （赖纳特，２０１０：７３；赖纳特、贾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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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２２６）。李斯特忽略此书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此外，李斯特对国家兴衰原因的探究也有前例。评价兴亡得失本来就是

“重商主义的关键工具之一，也是重商主义的启示，……这种评价的实践早在

１５世纪晚期就已存在”（赖纳特、贾根良，２００７：４０）。在１８世纪的德国，这

方面有位难以逾越的研究者雅各布·比尔费尔德 （ＪａｋｏｂＦｖＢｉｅｌｆｅｌｄ）。此人

就国家衰落总结出涉外原因有：蛮人大举移入、外敌入侵战争、与邻国冲突

过多、疆域过于辽阔、独立主权丧失、国家计划大而无当、战争瓜分帝国、

双重统治者权力分割、统治能力减弱、对领地丧失统治等。涉内原因则有：

邪恶的宪法、无能的国王、少数派削弱统治者、群臣背叛统治者、执政能力

低下、蔑视宗教、宗教狂热、过度专制、过多自由、漠视薄利产品、贵族骄

奢淫逸、法律体系失当、国家人口减少、殖民地过于强大、疫病流行、酗酒

成风、军纪松懈、债台高筑、国家机关内斗、改变宪法原则等。须知，“比勒

费尔德①的著作是最为畅销的经济学书籍之一，一共出版了１２版”（赖纳特、

贾根良，２００７：１０１）。这样有影响的国家兴衰分析也不大可能为李斯特所

忽略。

关于李斯特之前官房学派的先驱思想，这里不妨再对照一位，即１８世纪

的约翰·尤斯蒂。此人的主要论点有：城市重商主义正在让位于国家重商主

义；自然的禀赋优势日益让位于人为的比较优势；只有存在制造业的地方才

会有成功的农业；一个仅从事原料生产的国家会陷于 “人造的”贫困；制造

业对激发国内经济并促进出口具有根本性意义；创造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建

立新行业、推出新产品、开发新工艺；减少进口本质上要靠吸引外国技工、

促进科技转让、鼓励发明创造 （赖纳特、贾根良，２００７：１００、８１；赖纳特，

２０１０：１３１；Ｒｓｓｎｅｒ，２０１９：１１０，１１３）。政府监管固然必不可少，但工商业

真正需要的是自由与安全；为了公共利益有时需要保护性关税或进口禁令，

但一般应减少贸易限制；政府对国民与社会、精神与物质、生产与管理等各

方面都负有责任，但行政命令不应取代经济规律和企业活力；纵然节省劳动

的机器会造成失业，但这不是反对机械化的理由，因为新的就业机会可被创

造出来 （熊彼特，１９９６ａ：２６０—２６２）。尤斯蒂诸如此类的观点，包括其辩证

看问题的方法 （教条主义者认为他 “自相矛盾”，尚处于 “过渡时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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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特那里不是也司空见惯吗？

在此有必要强调欧洲这一开放平台上的交互影响。重商主义本乃一个普

遍的欧美现象，官房学派本质上是重商主义在德国的具体呈现。据考证，

“‘官房学派’一词本身以及官房学派的著作都是从瑞典和俄罗斯传播到西班

牙和意大利的”（赖纳特、贾根良，２００７：２１９—２２０），无非是再传到德国后，

适宜的国情使之得以茁壮成长。再如，因 《德意志公国》（１６５６年）而被誉

为 “官房学派的亚当·斯密”的泽肯多夫，正是从实地考察的荷兰那里获得

了诸多启发，包括：通过加工制造而实现增值已成一种 “迫切需要”；应当扶

持本土幼稚工业借以替代进口制品；国家是肩负 “共同福利”的一个有机整

体；统治者不仅有权力来管理国家，更有义务去发展国家 （Ｒｓｓｎｅｒ，２０１９：

１０６；赖纳特、贾根良，２００７：２２４、２２５）。如此举例意在表明，李斯特与官房

学派观念接近，也可能是他受其他国家经济思想影响的一个反映。总之，思

想影响是个复杂交织的过程，以上对官房学派的交代即使不能坐实李斯特的

直接借鉴，至少有助于认识其学说成长的本国经济学背景。

这里还应该提及对李斯特产生确凿影响的大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尔特

（ＪａｍｅｓＳｔｅｕａｒｔ）。斯图尔特是苏格兰人，但由于卷入高层政争，被迫流亡海外

十几年，１７５７—１７６１年尤曾客居德国蒂宾根，且在那里完成了代表作 《政治

经济学原理研究》（１７６７年）的 “很大部分”（Ｈａｇｅｍａｎｎ，２０１９：６０）。史家

承认，斯图尔特的著作 “在英国从未受到多大注意”，“却受到了一些德国人

的过分重视”（熊彼特，１９９６ａ：２６７）；对斯图尔特著作的赞赏在１９世纪的德

国达到了最高峰 （Ｓｐｉｅｇｅｌ，１９９１：２１６）。受德国经济学传统影响，并反过来

影响德国经济学，这种跨国思想启发在斯图尔特身上体现得非常显著，终于

使其成为英国重商主义传统中集大成的 “殿军”（欧文，２０１３：５６），其著作

成为 《国富论》之外英国 “唯一一本系统性著作”， “具有头等重要意义”，

“在许多方面要比 《国富论》更有创见，思想也更为深刻”（熊彼特，１９９６ａ：

２６７、２６８）。

李斯特求学和任教都在蒂宾根，１８１８年他在担任蒂宾根大学政治经济学

教授期间，曾大量购书、认真备课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８３：２９），有机会接触斯图

尔特的学说自属顺理成章。在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不多的注释中，可

以查见李斯特援引过斯图尔特一长段文字：“一个国家为了振兴工业，不但要

有所许可，要进行保护，而且必须采取行动。假使法国鉴于英国经营毛纺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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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极端有利，自己也想动手建立这一工业，而国王对于创办者不作大力支持，

不给以种种优惠待遇，对一切国外毛织品输入也不加以严格限制，那么这一

工业怎能建成？试问，任何国家要建立新工业时，除了采取这类措施，还有

什么别的方法？”斯图尔特关于幼稚产业保护的这个论点，以后正是李斯特学

说的要点。李斯特定然非常欣赏斯图尔特得自实践的这一真知，所以他称赞

道：“斯图尔特的学说大部分是从英国的实际情况推演而来的，正同舍拉

（ＡｎｔｏｎｉｏＳｅｒｒａ）的学说是从威尼斯的情况推演而来的一样。”须知，舍拉是李

斯特十分推崇的一位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家（李斯特，１９９７ａ：２８５、２７９—２８１）。

在厘清官房学派这一思想渊源后，也顺便提一下德国经济思想浪漫主义

派别的代表亚当·米勒 （ＡｄａｍＭüｌｌｅｒ）。此人发表过 《治国要义》（１８０９年），

也反对亚当·斯密的理论，强调生产力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Ｈａｇｅｍａｎｎ，

２０１９：６０），据称其更早提出了 “国家生产力”概念 （赖纳特、贾根良，

２００７：１２８），并对物质资本与精神资本作过 “著名的区分”（Ｍａｎｎ，１９５１：

４３３）。为此，卡尔·布吕格曼 （ＫａｒｌＨＢｒüｇｇｅｍａｎｎ）及卡尔·马克思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认为李斯特剽窃了米勒 （文得乐，２０１９：２５９）。两相对照表明，尽管

李斯特与米勒一样反对斯密，但米勒要求回归中世纪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季

德和利斯特，１９８６：３３４），“对现代工业总是表示敌意”（罗尔，１９８１：２２５），

“从来不像李斯特那样认可英国在工业发展和政治自由方面的示范效应”。因

为米勒持有 “眼光向后的封建保守观点”，所以他追随一心打压李斯特的克莱

门斯·梅特涅 （ＫｌｅｍｅｎｓｖＭｅｔｔｅｒｎｉｃｈ），成了李斯特的 “私敌”（Ｈｅｇｅｍａｎｎ，

２０１９：６０）。即使不采信李斯特的自辩及他１８４２年后才读米勒书的档案证据，

并相信不能排除米勒对李斯特有所影响的可能，所谓李斯特剽窃米勒的指控

也还是无法成立，毕竟 “仅存在最模糊的术语上的雷同而已”（Ｔｒｉｂｅ，１９９５：

４５，４６，４８）。

二、法国的科尔贝主义

李斯特与法国关系深厚，他幼时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早年就已熟读

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的著作，素来向往法国的政治自由主义。据认

为，他对人类社会不断完善、终将迈向大同的信念来自卢梭。然而，“对他影

响更持久的是孟德斯鸠”，就对世界发展规律的探寻、对历史经验教训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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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对普遍与特殊及理想与现实的权衡把握，以及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

分立的信念，他都受惠于孟德斯鸠 （Ｃｏｕｓｔｉｌｌａｃ，２０１９：７６；Ｈａｇｅｍａｎｎ，２０１９：

６２；李斯特，１９９７ｂ：２４、３９；李斯特，１９９７ａ：１３、１６、１８８、２２２）。

至于经济领域，李斯特无论早年在家乡、流亡法国和瑞士 （１８２２—１８２４

年）、赴美前滞留法国 （１８２５年），还是由美返欧出差 （１８３１年）、长期寓居

法国 （１８３７—１８４０年）期间，都有机会接触大量法国著作，包括译成法文的

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经济书册。他个人论著中对法国经济学家的引证明显更多，

毕竟他最重要的两本传世之作基本上都写于法国，此外，他结交的挚友，从

拉斐德侯爵 （ＭａｒｑｕｉｓｄｅＬａｆａｙｅｔｔｅ）到阿道夫·梯也尔 （ＡｄｏｌｐｈｅＴｈｉｅｒｓ），也

多有法国人，他所景仰的有数的经世济国者中就包括让 －巴蒂斯特·科尔贝

（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Ｃｏｌｂｅｒｔ）和拿破仑·波拿巴 （ＮａｐｏｌｅｏｎⅠ）。因此，事实的确

是，法国对李斯特产生了强大且持久的影响，令其他任何国家都望尘莫及

（Ｃｏｕｓｔｉｌｌａｃ，２０１９：７４）。

具体而言，李斯特从法国版重商主义即 “科尔贝主义”那里，汲取了有

助于赶超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启示。李斯特极其推崇科尔贝作为路易十四股肱

之臣在１７世纪下半叶的施政实践，称 “科尔贝曾培养出一个强国发展经济所

需要的一切条件，每个负责任的政府都应该仿效这些例子，努力排除那些阻

碍文明进步的障碍，促进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还称 “自科尔贝之后，没有一

个人能够成功地把一种新的经济学说付诸实践”（李斯特，１９９７ｂ：４１、１７）。

李斯特列举过科尔贝采用的种种重商主义政策，如招聘外国技工、收买

商业秘诀、搜罗机械工具、改善交通运输、撤减国内关税、降低地产税率、

简化税收手续、平衡租税负担、重视发展渔业、扩大对外贸易、增加贸易线

路、拓展殖民贸易、节省行政开支、规范行政秩序，等等。他高度评价科尔

贝跨越式发展的施政效果，包括驳斥了重农学派所谓科尔贝牺牲了农业部门

等指责，称誉 “法国工业的全盛时代是从科尔贝开始的”，“自从科尔贝执政

以后，法国才第一次有了大工业”（李斯特，１９９７ａ：６６、２８９）。毫不奇怪，

这些统称为 “科尔贝主义”的成功做法以后几乎全部进入了李斯特的赶超发

展政策工具箱。

有关 “科尔贝主义”对李斯特的启发，还应注意三点。其一，科尔贝本

也吸纳了本国重商主义先驱及其他国家的有益政策 （梅俊杰，２０１２：Ⅳ），比

如，科尔贝曾委托身边顾问研究荷兰的最佳实践，乃至 “将荷兰有益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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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历史回溯到第一个千年之前的时代”（赖纳特、贾根良，２００７：８２）。

所以，从来不排除李斯特更从科尔贝主义的源头那里直接借鉴的可能，毕竟

欧洲原乃思想与实践彼此激发的互动平台。

其二，科尔贝的重商主义相当激进，对外甚至不免好战，但他也仍有某

种节制的意图。据研究，科尔贝 “已经把重商主义政策视为临时性政策，并

且 ‘将贸易保护性关税称为帮助制造业学会走路的拐杖，然后就扔掉它’”

（赖纳特、贾根良，２００７：４９）。李斯特后来对于关税保护的戒备态度是否受

此启发了呢？

其三，科尔贝的经济奇迹转瞬便人亡政息，“断送在痴迷狂妄和专制暴虐

的铁腕之下，消失得比兴起时更快”，李斯特给出的原因就有 “南特敕令的废

除、路易十四无目的无理由的战争、路易十五的胡乱花钱等等”（李斯特，

１９９７ａ：１０２、２８９）。如此成败得失诚属不可多得的教材，所以成了李斯特构建

自身学说时念念不忘的镜鉴。

在李斯特视野中，科尔贝主义经历史检验，证明确乃落后国赶超发展的

有效工具。他论道：“在法国我们看到，本国工业、自由的国内贸易、对外贸

易、渔业、海运业和海军，总之凡是一个富强国家应有的一切特征———这些

都是英国花了几个世纪不屈不挠的努力的代价才挣得的———在一个伟大的天

才的手里，就像用魔杖一挥那样，在短短数年之间就色色具备。”（李斯特，

１９９７ａ：１０２）

可是，鉴于科尔贝奇迹转瞬即逝，李斯特屡屡重申，虽然在 “某一特定

阶段专制措施对人类进步特别是工业发展可以有促进作用”，“有时会出现具

有雄才大略的专制君主，使国家一下子作几个世纪的跃进，为国家恒久的生

存和进步打下基础”，但是，“主要问题不在于行政在某一时期应当如何完善，

而在于应当如何求其连续不断、始终如一地尽善尽美，后任的执政者不至于

破坏前人的良好成就”。因此，李斯特的结论是，“长期处于适当组织的立宪

政体下的国家”，“能使人民获得高度的个人自由和财产安全，在管理制度上

使他们获得保证，当他们向共同目标奋斗时能高度发挥活动力，并能持久稳

定地进行———只有处于这样情况下的国家，公众福利才会获得高度进展，工

商业才会达到高度繁荣状态”（李斯特，１９９７ｂ：１５２；李斯特，１９９７ａ：２８１、

２５０）。

科尔贝主义昙花一现后，法国在１８世纪先后经历了路易十四的好大喜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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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穷兵黩武、重农学派的重农轻工和自由贸易，以及法国大革命的玉石俱焚

和经济倒退 （梅俊杰，２０２０ｂ：１０２—１０４）。直到１９世纪初期，法国才又出现

了重续科尔贝主义的努力，其主导者便是李斯特引用较多的两位保护主义者。

一位是让－安东尼·沙普塔尔 （ＪｅａｎＡｎｔｏｎｉｅＣｈａｐｔａｌ），此人不仅是经济学家，

还是化学家、实业家、拿破仑的得力经济助手，被誉为 “１９世纪的科尔贝”，

著有 《论法国工业》（１８１９年）；另一位是夏尔·迪潘 （ＣｈａｒｌｅｓＤｕｐｉｎ），此人

是数学家、工程师、政治家、经济学家，著有 《法国的生产力与商业》（１８２７

年）（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８２）。

沙普塔尔和迪潘等人提出，为振兴经济，法国应当坚持曾由科尔贝成功

推行的传统经济政策，只需视经济自１７世纪以来所发生的变化作出必要调整

便可。他们相信，国家有责任全力以赴鼓励农工商各业，应当设置高关税保

护本国产业，刺激出口赚取外汇，采用航海条例保护航运业，还应当多管齐

下促进经济增长，包括组织工业博览会、鼓励发明者、吸引外国技工、建立

技术院校和科研院所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８２）。这些观点与李斯特学说如出一辙，

但分析显示，切实影响了李斯特的主要是沙普塔尔，而不是迪潘。

李斯特早就读过沙普塔尔的 《论法国工业》，因为他在１８２０年２月致呈

梅特涅的一份备忘录中已提及此书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８２）。在 《美国政治经济学

大纲》中，李斯特称赞沙普塔尔在其 “优秀著作”中对让 －巴蒂斯特·萨伊

（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Ｓａｙ）理论作了 “最实事求是、有理有据的反驳”，实乃萨伊

“强有力的对手”。他认为 “这位伯爵利用他在化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政治上

的影响力，对促进法国工业作出的贡献超过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人对自己国

家所作的贡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斯特 “希望像沙普塔尔这样的权威意

见会成为我批判斯密、萨伊理论的依据”（李斯特，１９９７ｃ：２１６）。事实上，

李斯特对斯密和萨伊展开批判时，的确借重了沙普塔尔的思想。

在 《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中，李斯特引用了沙普塔尔的论断，如

“完善的关税制度是工农业发展的可靠保障”“捍卫着我国工业的独立使我国

富强起来” “禁运可以保护幼稚产业免遭外国竞争的损害”，并称沙普塔尔

“清楚地说明科尔贝的政策是一种明智的政策”。这些也都成了李斯特的典型

论点。此外，李斯特引用沙普塔尔的工农业数据，用以佐证工业发展不会牺

牲、反会提升非工业部门的利益，以及农业并不需要保护等观点 （李斯特，

１９９７ｂ：１５０、１５２、６５、９１）。而在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李斯特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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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引述沙普塔尔书中关于法国工业的历史事实，并强调沙普塔尔的书 “自

始至终只是在于说明法国保护制度的功效”（李斯特，１９９７ａ：５７、３００）。

这里可直接引用沙普塔尔在 《论法国工业》中的一段话：“无需多加思考

就可以确信，单纯的愿望不足以克服工业发展道路上的自然障碍。到处我们

都可感到 ‘幼稚工业’如果不求助于保护政策，以战胜国外工业的竞争，就

无法与经过长期巩固的、有大量资本支持的、并无忧无虑地由很多训练有素

的熟练工人进行生产的老企业进行竞争。”（季德和利斯特，１９８６：３３３）沙普

塔尔对幼稚产业保护如此明确的表述，必然给李斯特留下了深刻印象。

李斯特受沙普塔尔影响应该不限于以上各点。据知，沙普塔尔书中还批

评了１７８６年 《伊甸条约》，称英法两国不同产业水平下的自由贸易让法国遭

受了经济内伤；考察了１７８９年前法国与外国的商业关系，以此揭示了法国大

革命背后的经济原因；特别强调了１７世纪马克西米利安·苏利 （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ｅｎ

ｄｅＢＳｕｌｌｙ）和科尔贝促进工业扩张的方式，以证明法国的经济重建需要恢复

曾经的保护主义政策；认为采用新的机器、引进以科学发现为基础的新流程，

是刺激制造业扩张的重要因素，并可解释法国当时工农业各部门的最新进展；

阐述了 “对产业的行政管理”，称商业、农业、工业乃一国财富之根基，政府

只应当瞄准一个目标，那就是保护并鼓励这些产业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８２）。

上述所有论点后来都见于李斯特著作，不过，也不能妄言它们都取自沙

普塔尔，毕竟李斯特涉猎广泛且自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强大综合能力。其实，

李斯特不可能盲目照搬他人观点。沙普塔尔或因长期在战时主持经济工作，

不仅赞成保护性关税，而且提出对原材料也要征收关税，还认为禁入令促成

了法国工业繁荣，所以转入和平年代后也应延续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８２）。而人所

共知，李斯特总认为进口关税要优于禁入令，他曾明确批评法国拿破仑战争

后 “在保护政策的推行上是过火的、有缺点的”，“用进口税限制原料与农产

品输入，这是一个错误”等等 （李斯特，１９９７ａ：２６２）。

与前辈沙普塔尔相比，迪潘只能算李斯特的平辈。虽然有人猜测，“生产

力”这一术语 “也许”借自迪潘 （季德和利斯特，１９８６：３３３），但当迪潘

１８２７年发表 《法国的生产力与商业》时，李斯特同年先已写出其 《美国政治

经济学大纲》（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８２），其中的第四封及第五封信且已论述生产力

问题。当然，迪潘著作发表后，李斯特应该很快读到了此书，因为李斯特在

当年１１月演讲时，已提及迪潘书中内容 （Ｌｉｓｔ，１９０９ａ：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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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 《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中，李斯特对迪潘不吝赞美，称 “迪潘

关于法国生产力的杰作是一部开拓性论著”，“第一个充分认识到生产力的重

要性，强调生产力的真正实际价值”，“第一个从国家生产力角度考察了法国

经济和整体”，“对法国在实践中发掘各种生产力的方式作了彻底的、详细的、

全面的、系统的考察”，“清楚地说明了法国从大陆体系和复辟政府所风行的

关税保护政策中得到了多少好处”，并认为 “其研究之深刻、思路之清晰、观

察之全面极为精妙地揭露了 ‘世界主义体系’的严重不足”（李斯特，１９９７ｂ：

１５０、３４、１８８）。

然而，如此高调称赞迪潘未必就是李斯特受其影响的充分证据。须知，

《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是应答法国道德与政治科学院的一篇有奖征文，而

迪潘正是征文方的出题人和审稿人，所以，除了李斯特与迪潘确有思想共鸣

外，行文中也难免有某种奉承之意。可资对照的是，后来的 《政治经济学的

国民体系》就表达得远为克制，仅称迪潘的书 “对于法国从复辟以来所遵行

的商业政策的成就，作了详尽叙述”云云 （李斯特，１９９７ａ：３１３）。

就具体观点看，迪潘相信，法国１８１５年后之所以经济很快恢复、工业化

扎实起步，原因在于科尔贝主义得以复活，核心是国家发挥了积极有为的作

用。国家采取的各种政策———高关税使得制造业免遭外国竞争的冲击，航海

条例保护了航运业的利益，国家提供资金扶持了新产业和新发明，技术院校

给工业提供了受教育的技工和经理，工业博览会得到了举办，等等———都有

助于壮大法国的 “生产力”并促进经济发展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８２）。

李斯特 （１９９７ｂ：４、９０）提到，在迪潘代表科学院向征文作者提出的答

题 “提纲”中，他其实就贸易和工业方面的政策选择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是否可以允许廉价进口品以自由贸易的名义摧毁本国的某一工业？是否应该

让战争期间为生产短缺物品而发展起来的工业在停战以后渐渐废置？外国竞

争对手由于使用新发明的高效率机器而获得某种优势，使得国内某一工业无

法与其竞争，是否应当从本国国民利益出发，为这一国内工业提供保护？国

家是否应该采取保护性关税和吸引外国熟练技工来法国定居的政策，以促进

某一新兴工业的发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迪潘还提出，在贸易中不必保

护 “粗心大意、愚昧无知、闲散怠惰的法国农民”，宁愿让他们去面对 “邻国

积极、聪敏、高效率的农民的竞争”，况且还可因此减少外国的贸易报复。

迪潘的上述观点无疑为李斯特所熟悉，也见于李斯特著作，但是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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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特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迪潘的影响。在重商主义普遍流行的欧洲，特别

是在科尔贝主义早有实践的法国，那些观点从来不是某个人的原创观点。事

实上，迪潘始终无意自我标榜为 “原创思想家或新理论构想者”，他不过是把

自己看作 “叙述者”和 “统计学家”，他的不少法国经济统计数字后也确为李

斯特所援用。有鉴于此，把迪潘视为李斯特的志同道合者才比较合适。李斯

特力图说服德国人采纳迪潘正在法国倡导的同样政策，迪潘的书提供了借由

国家行为促进经济增长而取得成功的证据，因而在李斯特抨击自由贸易和放

任自流等流行理念的斗争中，迪潘是个可以借重的 “强大盟友”（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９８２；Ｃｏｕｓｔｉｌｌａｃ，２０１９：６４）。

故此，李斯特并未因为征文失利而从此无视或否定迪潘的观点，在 《政

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他依然赞扬迪潘和沙普塔尔对法国工业现状是具

有深刻观察力的，并一直呼吁德国要效仿法国的幼稚产业保护政策。同样，

迪潘１８４６年还托人把自己的一篇演讲稿转给李斯特，此文随后刊于李斯特主

编的 《关税同盟要报》（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８２）。可见，直到李斯特最后岁月，两

人还保持着惺惺相惜的同道关系。

这里还不能不提及法国另一位保护主义者路易·费里埃 （ＬｏｕｉｓＡ

Ｆｅｒｒｉｅｒ），此人在拿破仑时代曾出任海关督察，著有 《从商业关系角度对政府

的考察》（１８０２年）、 《英国 １９世纪海上贸易制度》（１８２９年）（李斯特，

１９９７ｂ：２３）。费里埃作为经济学家声名平平，李斯特曾不点名地称赞他 “是

个很好的例证，把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结合起来”，但特别指出其 “论点以一

些早被证明是错误的原理为基础”（李斯特，１９９７ｂ：１７）。

引人瞩目的是，马克思在 《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 〈政治经济学

的国民体系〉》草稿中，对照了李斯特与费里埃在批评斯密学说、鼓励工业发

展等问题上的相近言辞，随即称李斯特的书中没有一个基本思想不是费里埃

的著作已经说过而且是说得比较好的，李斯特到处剽窃费里埃的话，却没有

一个地方引证费里埃的话 （马克思，１９７９：２４３、２７０、２６８）。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ＶｏｎＥｎｇｅｌｓ）也在 《卡尔·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一

文中指控李斯特，认为李斯特的全部洋洋大作是从大陆体系的理论创立者法

国人费里埃那里抄来的，但是总不失为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中最优秀的

作品 （恩格斯，１９６５：５２５）。

从基本观点看，费里埃与沙普塔尔和迪潘一样，支持拿破仑包括 “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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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锁”在内的经济政策，强调政府有责任全力以赴地促进农工商各业的发展，

因而也带有科尔贝主义倾向。然而，即使观点近似，也不是指控剽窃的理由。

况且，经德国学者恩斯特·拉登廷 （ＥｒｎｓｔＬａｄｅｎｔｈｉｎ），及李斯特研究专家埃

德加·扎林 （ＥｄｇａｒＳａｌｉｎ）、阿图尔·佐默 （ＡｒｔｕｒＳｏｍｍｅｒ）仔细对比查考，未

能提供李斯特抄袭费里埃的恰当证据，他们认为有证据表明李斯特知道费里

埃其人，但不能证明费里埃对李斯特有过任何影响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８２）。季德

和利斯特 （１９８６：３３４）也认为，在这段公案中，对李斯特的剽窃指控 “是毫

无根据的”。

其实对李斯特影响很大的法国经济学家乃萨伊兄弟，先说相对少为人知

的弟弟路易·萨伊 （ＬｏｕｉｓＳａｙ）。李斯特１８２２年潜逃到法国惊魂未定，就读到

了路易·萨伊刚出版的 《论立法与产业》。该书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精当概述了

从斯密、大卫·李嘉图 （ＤａｖｉｄＲｉｃａｒｄｏ）以来多人的经济学说，且指出了各家

的缺点，包括批评了其兄长让 －巴蒂斯特·萨伊。李斯特定然赞赏此书，所

以会在法文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仍打算将它译成德文 （文得乐，２０１９：７３）。李

斯特致信出版家朋友推荐此书，称赞作者把高深的经济理论写得通俗易懂，

认为这本书让经济学最重要的内容成为大众财产，必能在德国赢得更多受众

（Ｔｒｉｂｅ，１９９５：３２）。

译书一事并未做成，但后来在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可见李斯

特引用了路易·萨伊相关论点。关于生产力问题，路易·萨伊说过，组成财

富的并不是使我们的需要或享乐获得满足的那些事物，而是使我们能经常享

用这些事物的能力。李斯特就此下结论：“按照萨伊的说法，国家的财富并不

在于物质商品和它们的交换价值，而是在于不断生产这些商品的能力。”关于

交换价值概念，李斯特转引了路易·萨伊的话：“重商主义学说的错误观点在

于以贵金属为财富，代之而兴的另一学说的错误观点则在于以买卖或交换价

值为财富”，这个由反驳重商主义而兴的斯密学派所建立的理论才 “应当称作

重商主义理论”。李斯特因此称赞这位萨伊 “凭着他简单朴质的常识，清楚地

看到了价值理论的根本错误”，同时对他 “不为人所周知”不免感到遗憾 （李

斯特，１９９７ａ：１９６）。

于此可见，在李斯特学说的关键点———树立生产力观念、批判交换价值

概念、指称斯密学说才是狭隘的重商主义，路易·萨伊无疑影响过李斯特。

当然，马克思曾指出李斯特为了虚构 “同盟者”而 “歪曲”了路易·萨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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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据称萨伊说的不是生产的能力，而是享用的能力，是一个国家的 “收入”

所提供的能力 （马克思，１９７９：２６８、２４５、２４６）。如果确实如此，则反而说

明，生产力概念更像是李斯特的自创，至少没有套用自萨伊。

兄弟俩中更为人知的是哥哥让 －巴蒂斯特·萨伊，此人经常跟斯密一起

成为李斯特严词批评的对象，但仍须看到，他有不少观点为李斯特所接受。

据研究，有某些迹象表明，李斯特在蒂宾根大学就已读过萨伊 《政治经济学

概论》１８０３年初版。可以比较肯定地说，李斯特在萨伊那里找到了许多理念，

转而用于自己对斯密的批判 （Ｃｏｕｓｔｉｌｌａｃ，２０１９：７８）。这一结论完全在理。

例如，李斯特写道，让－巴蒂斯特·萨伊提出，“也许丝绸和其他行业从

科尔贝的鼓励中得到了好处”；“给予某些未来有可能繁荣的工业以鼓励，也

许是正确的”；“一个国家除非有繁荣的城镇和欣欣向荣的工业，否则它的农

业始终会处于一种不幸的、衰退的境地”；“也许政府最好对某些工业生产加

以促进，开初可能会蒙受损失，但几年之后就会从这种行动中获得宝贵的利

益”。此外，李斯特也承认，“萨伊已经阐明亚当·斯密关于 ‘劳动’的定义

太过于狭窄”，尽管他自己仍 “只是从纯粹唯物主义的角度来揭示生产力”

（李斯特，１９９７ｂ：１９０、１９３）。李斯特曾就这位萨伊论道：“一个作家，他的

理论基础也许始终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对科学的个别部分仍然有可能提出极

有价值的见解和推论。”（李斯特，１９９７ａ：３０３）这表明，即便在批判对象这

里，李斯特也有机会找到思想共鸣点并辩证地加以吸收。

总之，法国给予李斯特的思想启迪是多方面的，按书中自证，还可看到有

关其思想来源的重要提示。就大的思想支柱言，李斯特提到，在 《政治经济学

与致富原理》（１８２９年）中，“法罗兹 （Ｆａｒｏｚ）以犀利的文笔对斯密和萨伊的

‘世界主义体系’进行了尖锐的抨击，最后一章精彩详尽、文辞华美，将 ‘世界

主义体系’与生产力学说作了比较。假如他把这一章加以发展，他就可能会提

出一种以现实世界所发生的事实为坚实基础的新学说”（李斯特，１９９７ｂ：１８８、

１９０）。就具体史实而言，李斯特借重了雅克·内克 （ＪａｑｕｅｓｄｅＮｅｃｋｅｒ）的 《对

科尔贝的颂词》（１７７３年），该书 “用了整百页的篇幅来说明科尔贝所施行的

制度和它的成就”（李斯特，１９９７ａ：６７）；还参阅了弗朗索瓦·米涅

（ＦｒａｎｏｉｓＭｉｇｎｅｔ）的 《法国革命史》（１８２４年），书中述及 “路易十四的疯狂

和奢靡足以毁掉十个科尔贝的业绩”（李斯特，１９９７ｂ：１４４、１５２）。统而论

之，李斯特与法国结下了不解之缘，称法国乃李斯特的精神故乡当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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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国的 “美利坚体制”

李斯特１８２５年至１８３２年定居美国，扣除中间回欧洲近一年，实际在美居

住约六年时间。虽然李斯特在新大陆主要从事各种实业及报纸编务，但美国

与李斯特学说的构建还是关系很大，毕竟他在那里完成了代表其学说成形的

《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推动了美国贸易与产业政策的论争，且在那里有机

会全面接触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Ｈａｍｉｌｔｏｎ）、丹尼尔·雷蒙德、

马修·凯里等思想合拍者的论著。然而，在李斯特本人看来，最大的收获还

是来自美国活力四射的发展实践。他说过：“当命运把我带到美国时，我把所

有书本都留在身后，它们只会把我引入迷途。在新大陆上，关于政治经济学

我们可以读到的最好书册就是生活本身。”（Ｈｉｒｓｔ，１９０９：３６）

李斯特言之真诚，因为他接着娓娓道来：“美国就在我们眼前由茫茫旷野

变成富强国家。这里首次让我看清，国家会历经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在欧

洲费时几百年的进步，即从自然状态向畜牧业再向农业然后向工业和商业转

变的过程，这里就发生在大家眼皮底下。在这里可观察到，地租如何从零起

步，逐步增长到可观的数目。这里一个朴素农民靠实际经验，便能比旧世界

最深刻的学者更好地理解农业和地租的增长机制，他会力图把制造厂商和技

术工人吸引到自己身边。农业国与工业国的对照在这里以最明了的方式呈现

出来，从而激发人们展开最猛烈的倡议行动。在哪儿都不能像在这里一样，

让人充分领悟交通工具的真正价值，及其对人们精神与物质生活的影响。我

如饥似渴、孜孜不倦地阅读这本书，力求把这里的心得跟我以前的学识、经

验、思考协调起来。结果是我如愿提出了一个学说体系。”（Ｈｉｒｓｔ，１９０９：３７）

显而易见，经济发展一日千里的美国对李斯特的理论构建给予了最有力

的触动。不过，也应当指出，李斯特之所以能在美国迅速开始建言立说，终

究是因为到达之前，他已积累了足够的 “学识、经验、思考”。常可见一种观

点，倾向于高估美国经历对李斯特理论构建的重要性，相应则低估他抵美前

的思想积累，这种观点与事实有明显出入。例如，有称李斯特赴美前 “致力

于国内统一的自由市场的形成”，所以 “基本上还是斯密学说的忠实信徒和宣

传者”（杨春学，１９９７：３）；也有称他赴美前，虽曾鼓动以关税同盟作为国家

统一的基础，但对经济发展仅具有最模糊的理念，并进而称正是美国经历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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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派生了他关于保护主义和关税同盟的经济构想 （Ｔｒｉｂｅ，１９９５：４４，６５）。

其实，即使不去查考李斯特早年代表德国工商联合会致呈联邦的请愿书，

即使不去追溯让他潜移默化的欧洲重商主义经济传统，单凭他赴美前夕那句

话———斯密的 “全部贡献都无法弥补他劝导我们某些无主见的教条主义者接

受所谓自由贸易理论而造成的巨大伤害”（Ｈｉｒｓｔ，１９０９：３３）———就不难看

出，所谓李斯特思想主体得自美国这种说法与实情不相吻合。一个不争的事

实是，李斯特到美国前，已经是亚当·斯密和让 －巴蒂斯特·萨伊的批评者，

他不是因为读了美国作者的著作才皈依保护主义的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８３：１５４）。

他踏上新大陆前说过：“我希望美国将给我提供一个很好的例证来证明我的主

张。他们遵循斯密的理论，直到整个工业都成为废墟，之后才开始奉行理论

家们所厌恶的体系。”（Ｈｉｒｓｔ，１９０９：３３）正因为先已具备了斯密自由理论需

要抵制、本国幼稚产业应当保护这样的思想基础，所以李斯特甫抵美国，既

反感托马斯·库珀宣扬的那套斯密类学说，也远离了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试验，

很自然地信奉起那个与自己思想一拍即合的 “美利坚体制”。

“美利坚体制”据说由汉密尔顿最早于１７８７年提出，也有说由亨利·克

莱 （ＨｅｎｒｙＣｌａｙ）基于汉密尔顿的思想而在１８１２年战争后提出，李斯特还曾

称誉克莱 “这位先生却是对美国工业利益最杰出、最有远见的拥护者”（李斯

特，１９９７ａ：３１６）。无论如何，大家公认，这一概念包含的基本理念源自汉密

尔顿，早已体现于美国初期的一系列官方文件。美利坚体制的政策倡议是：

为促进经济发展，政府理应积极有为，尤应采用关税手段扶持制造业；联邦政

府应筹资建设交通设施，通过拓展内部市场激发经济扩张；并应设立国民银行

及公债制度，借以促进工商业的快速发展 （Ｈａｇｅｍａｎｎ，２０１９：６１；Ｋｎｅｌｌ，２０１９：

１９２）。若简言之，则美利坚体制就是 “保护性关税”（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８３：１５３）。

美利坚体制故此成了美国保护主义者的旗帜，李斯特的 《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

最早在报上刊载时，即 “列于美利坚体制标题下”（Ｈａｇｅｍａｎｎ，２０１９：６１）。

对于李斯特这样孜孜好学的人而言，从美利坚体制中汲取营养并升华本

人思想是完全可期的。除了向实践学习外，他在美期间通读了包括经济学在

内的大量书籍，这个书本影响不能低估，哪怕作为实干家的李斯特惯于强调

实践对自己的启迪。离开欧洲时，他或许的确没有带上任何书册，但居美这

些年中他手写的几份书单留存下来了，表明其阅读面特别是英文阅读面是宽

广的 （Ｈｉｒｓｔ，１９０９：３７）。即使在农场经营十分困难的抵美后首个冬季，在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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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环境、经营农场、学习英语外，他仍博览群书。他离世前回忆：“我勤奋地

学习化学、机械、采矿、农业、贸易，一有机会，便积累农业、制造业、商

贸各方面的实际经验，同时还要完善新语言的技能。为了消遣，我钻研历史

和政治，甚至医学也成为爱好。……当然，我也悉心了解了美国宪法及北美

的社会和经济形势。”（文得乐，２０１９：１４２）

汉密尔顿这位美利坚体制首创者的有关报告，特别是那份著名的 《关于

制造业的报告》（１７９１年）肯定为李斯特所优先重视。在 《美国政治经济学

大纲》第一封信中，他写道：“我仔细读了费城民族工业促进会的各种书信、

国会对这一问题的各种演说，以及 ‘奈尔斯的录鉴’等许多资料……这个国

家的第一流政治家们早就作过非常坦率、非常敏锐的阐述。”他还说自己若再

就他们业已论及的诸多实际问题发表意见， “就显得目中无人了”（李斯特，

１９９７ｃ：２０２）。这里提到的 “费城民族工业促进会”由汉密尔顿创立，后改称

“宾夕法尼亚制造与工艺促进会”（简称 “制造促进会”）。该会于１８２４年、

１８２７年均再版过汉密尔顿的著名报告 （Ｈｉｒｓｔ，１９０９：４１，１５６），自然在李斯

特 “仔细”阅读的资料范围内。

在 《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中，李斯特列举了１２位 “古今最有见识的贤

达”，其中就有乔治·华盛顿 （Ｇｅｏｒｇｅ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托马斯·杰斐逊

（Ｔｈｏｍａｓ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以及汉密尔顿 （李斯特，１９９７ｃ：２１３）。在 《政治经济学

的自然体系》中，他称赞汉密尔顿 “很出色”地准备了 “一份关于美国制造

业的详细报告”，并提到以后的执政者正是 “以汉密尔顿的报告为基础”，才

提议 “为保护工商业应该提高进口关税”。李斯特还表示，“虽然这些关税仍

然不很高，但已足以使美国东部诸州工业得到相当大的发展”（李斯特，

１９９７ｂ：１７３、１７４）。在制造促进会１８２７年１１月举行的答谢李斯特的宴会上，

他又充满赞许地谈及 “汉密尔顿的著名作品”（Ｈｉｒｓｔ，１９０９：２８４）。

当然，在后来的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李斯特未再提到汉密尔

顿及其制造业报告，这也是事实。然而，李斯特在观点上受汉密尔顿的影响

一望可知。例如，针对发展工业的必要性，汉密尔顿在 《关于制造业的报告》

中说，一个既有制造业又有农业的国家，在贸易上会比纯农业国更能盈利并

更加繁荣。双方商品交易中，一方的需求稳定如一，另一方的需求飘忽不定，

必然倾向于让交易总过程变得不利于纯农业国；不仅一国的财富，而且一国

的独立和安全，看来都与制造业的发达息息相关。考虑到这些重大问题，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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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都应当努力自行拥有国民全部必需品供应，它们构成了衣食住及国防

的基本条件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２００１：６８９，６９１）。这些基本观点后在李斯特那里都

耳熟能详。

汉密尔顿尤其分析了落后国发展工业面临的障碍，他认为从事并完善了

某一工业的国家享有先发优势，这对将同一工业引入从未有过该工业的国家

构成了一个巨大障碍。在一国新创产业与另一国久已成熟的产业之间，要想

在质量和价格上展开平等竞争，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切实际的。质量或价格任

一种差距，或者同时两种差距，必然相当悬殊，使得若无政府非同寻常的援

助和保护，便不可能展开成功的竞争。他还指出，有关限制外国制品与本国

制品展开竞争的规定，其所产生的直接且明确的效果将是抬高价格。虽然这

一点是确实的，但举世公认，待每一制造行业成功后，所产生的最终效果将

完全相反。当国内制造业达到完善状态，并拥有大批称职的人员从事其经营

时，价格必然会便宜下来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２００１：６７１，６８８）。约瑟夫·熊彼特

（ＪｏｓｅｐｈＡ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称赞这一分析为 “极好的应用经济学”，并观察到

“这种分析结构后来在雷蒙德、李斯特等作家的著作中清楚地表现了出来”

（熊彼特，１９９６ａ：３０２）。

此外，汉密尔顿在报告中开篇就逐条批驳了从重农学派到斯密学说 “不

赞成鼓励制造业”的各种论调，且阐明了诸多幼稚产业保护措施，包括：保

护性关税，即当外国货品对国内有意鼓励的货品构成竞争时向其征收的关税；

禁入，即对竞争性货品的禁止或者征收形同禁止的关税；禁出，即对制造业

原料出口设下的禁令；财政补贴；奖励金；制造业原料免税；制造业原料退

税；鼓励国内并引进国外的新发明和新发现，特别是机器；制造业商品检验

的合理规定；便利贸易特别是制造业的异地资金汇付；便利货品的运输。汉

密尔顿还指出，不仅必须精心规划政府方面会直接影响制造业的扶持与保护

措施，而且要通盘管理那些会产生间接影响的其他方面，谨防它们可能损害

制造业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２００１：６９７—７０９）。针对在这些方面汉密尔顿对李斯特的

切实影响，史家有言，作为李斯特 “最有名的贡献”，“幼稚工业论显然是汉

密尔顿的东西，是李斯特在美国逗留期间所吸取的经济智慧的一部分”（熊彼

特，１９９６ｂ：１９６）。

美利坚体制中对李斯特产生影响的第二人是丹尼尔·雷蒙德，此人在李

斯特抵美前五年已发表 《政治经济学思考：一个生产力理论》（１８２０年）。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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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特点是：阐述了一个以生产力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理论，用以对抗斯密等

人的价值理论，并拒斥斯密对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分类；强调国家财富

不在于商品，而在于 “能力”，这最能通过国内农业与工业的协调发展来获

得，政府当下有责任采取关税和补贴这样的积极步骤去发展制造业；反对斯

密等人聚焦于私人经济因而忽略了国家这个有机整体，主张政治经济学应把

国家而非个人放到中心，相信国家干预对促进经济发展有着关键作用

（Ｈａｇｅｍａｎｎ，２０１９：６１，６２；Ｈｉｒｓｔ，１９０９：１１２）。不难看出，雷蒙德与汉密尔

顿有所不同，径直摆出了 “跟斯密 《国富论》对垒的姿态”（Ｔｒｉｂｅ，１９９５：

５２）。这些特点后在李斯特那里可谓一应俱全。

正因为二者观点十分近似，查尔斯·尼尔 （ＣｈａｒｌｅｓＰＮｅｉｌｌ）在１８９７年

的书中，专门研究了李斯特是否抄袭雷蒙德的问题，他的结论是：雷蒙德与

李斯特同样抵制亚当·斯密学派的经济体系，相信那是个人经济而非公共或

政治经济；他们都否定个体与社会之间假定的利益和谐；他们都坚持认为国

家乃有机统一体；他们都要求政治经济学以国家利益而不是个人或人类利益

为对象；他们都拒斥价值并否认其在真正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任何地位；他

们都认定国家财富不在于商品而在于 “能力”或 “生产力”；他们因此都拒绝

斯密对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划分；他们都反对斯密关于国际劳动分工与

自由贸易的论点；他们相反都倡导各国农业与工业利益的协调发展；他们都

反感放任自流，指望政府来保持并增进国家财富 （Ｔｒｉｂｅ，１９９５：５３）。不过，

即使存在 “相当不寻常数量的思想巧合”，尼尔还是认为，尚不足以得出结论

说 “李斯特的思想整体袭用自雷蒙德”（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８３：１５５）。

雷蒙德的著作在李斯特抵美前，共出了两版 （二版时改称 《政治经济学

要义》），总共发行了１２５０册，其时公认这是美国问世的首部系统的政治经济

学专著 （Ｔｒｉｂｅ，１９９５：４８），并因其政策结论指向提高关税而受到马修·凯里

及其他保护主义者的热情称赞 （Ｈｉｒｓｔ，１９０９：１１２）。据此而论，当李斯特受

命出面批驳自由学说时，“雷蒙德已提供了一套现成的可替代理论”，他要查

阅美国政治经济学参考书，不可能不关注雷蒙德的著作 （Ｔｒｉｂｅ，１９９５：５２，

４８）。尽管李斯特在自己书中从未标明引用过雷蒙德，但在１８３８年致信妻子索

书时，确实提及雷蒙德此书，说明他藏有此书。因此，完全可以同意尼尔的

另一个结论，即 “雷蒙德和李斯特找到同样的原理作为其政治经济学体系的

基础。”他指出，在李斯特有证据显示正在构想类似理念前一些年，雷蒙德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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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向公众推出其原理，也即李斯特向世人呈现其体系是在他有机会熟悉雷蒙

德著作之后，故而难以相信李斯特实际上不了解后者著作 （Ｈｉｒｓｔ，１９０９：

１１３）。

学界主流之所以并不认为李斯特抄袭了雷蒙德，或许除了雷蒙德文笔稍

逊、李斯特雄辩滔滔外 （Ｈｉｒｓｔ，１９０９：１１２，１１７），主要在于，雷蒙德的思想

本身也多采自汉密尔顿及其他同样影响过李斯特的前人。事实上，雷蒙德采

用的论点中很少不能在汉密尔顿的制造业报告中找到，雷蒙德在自己的序言

中也致谢汉密尔顿的报告 （Ｔｒｉｂｅ，１９９５：４７，５２）。再有，其反斯密的思想，

包括对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的区分等等，从书中反复引证可知，本采自斯图

尔特、詹姆斯·劳德戴尔 （ＪａｍｅｓＭＬａｕｄｅｒｄａｌｅ）等以前作者 （Ｈｉｒｓｔ，１９０９：

１１２）。因此，史家也相信，“认为雷蒙德是李斯特的唯一启蒙者，似乎完全言

过其实。……雷蒙德的思想并没有特殊的创造性”（季德和利斯特，１９８６：

３３３）。总之，李斯特无疑借鉴过雷蒙德，但他们无疑更拥有汉密尔顿等共同

的 “精神之父”，这个事实本身反映了欧美经济学丰富多元、复杂互动的

传统。

美利坚体制中影响李斯特的第三人是马修·凯里。此人系爱尔兰难民，

具有强烈反英情绪，他儿子亨利·凯里 （ＨｅｎｒｙＣａｒｅｙ）也投身美国保护主义

事业，名声大于乃父。李斯特甫抵美国，即结识了正担任制造促进会会长的

老凯里，由此也接触到了凯里自１８１９年以来发表的一系列小册子和演讲录。

据研究，李斯特在 《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及后来作品中大事声张的某些论

点，是对凯里有力论辩的重申和改编。该研究指出，俄国采用开明政策保护

自身工业，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些国家坚持自由贸易而陷于衰落，亚当·斯密

理论谬误连连，一国信奉哪个市场便宜就向哪里购买这套制度等于自取灭亡，

凡此种种，都见于凯里的小册子，以及他的朋友和同事———巴尔的摩的赫齐

卡亚·奈尔斯 （ＨｅｚｅｋｉａｈＮｉｌｅｓ）出版的 《每周录鉴》（Ｈｉｒｓｔ，１９０９：４１，１１３，

１１４）。

尤其是在幼稚产业保护问题上，马修·凯里继汉密尔顿后，作了进一步

的阐述 （Ｃａｒｄｏｓｏ，２０１９：４９），那是在李斯特抵美前数年。据介绍，马修·凯

里在所著 《政治经济学论集》（１８２２年）中，列出过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各

自利弊得失的清单。按其总结，保护主义存在１９个有利结果，主要是 “工业

得到扶持并繁荣”；而自由贸易存在３１个不良结果，如 “本国工业衰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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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失业”“贫困率增高”“懒惰、赤贫、犯罪增加”“施食处增多”“制造设施

毁弃”“工厂破产” “商人成群结队而来”，最后一点是 “得不到照应的公民

与政府离心离德”（Ｔｒｉｂｅ，１９９５：５４）。由于老凯里的著作都由他担任会长的

制造促进会出版发行，而李斯特与他熟识，并自称 “仔细地读了”该会的

“许多资料”（李斯特，１９９７ｃ：２０２），所以李斯特肯定熟悉老凯里的思想。

最后，也应该提一下美利坚体制的对立面给予李斯特的特殊影响，这个

对立面主要是托马斯·库珀。此人１７５９年生于伦敦，１７９５年移居美国，后成

为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学院的化学和政治经济学教授，所著 《政治经济学

讲义》（１８２６年）被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麦卡洛克 （ＪｏｈｎＲＭｃＣｕｌｌｏｃｈ）称为

“我们所曾遇到的美国最好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库珀信奉自由贸易和放任自

流，相应地在政治上支持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ｄｉｓｏｎ）、詹姆斯·门罗 （ＪａｍｅｓＭｏｎｒｏｅ），是美国南方主张及 “州权”的

“热烈倡导者”（Ｈｉｒｓｔ，１９０９：１５６，１５７）。以库珀著作的出版为背景，北方的

保护主义者为了予以回击，便 “约请李斯特展开批判”（Ｔｒｉｂｅ，１９９５：５２），

这才引出李斯特对库珀著作的研读及 《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的撰写。

库珀对李斯特的影响比较特殊，因为那是 “一种强大的反向影响”

（Ｈｉｒｓｔ，１９０９：１１７）。据知，《政治经济学讲义》开篇就罗列了 “２５条原理”，

认为这些所谓原理均无法成立。其中有一条列出的 “虚假原理”是：要将每

一幼稚制造业提升到成熟程度，都需要由消费者作出牺牲，需要不惜一切代

价，需要为后代利益着想。如此罗列 “虚假原理”，正好为李斯特这样的论辩

高手提供了系统的靶子，所以确可相信，“李斯特自己的国民经济原理针对库

珀的观点而阐述，正是通过这一系统的辩驳过程，他才形成了对国家发展的

经济论点”；进言之，“许多这些 ‘虚假原理’其实恰恰直接预示了李斯特即

将提出的那些论点，涉及商贸、财富、税收、农业、制造业在国民经济发展

中的作用”（Ｔｒｉｂｅ，１９９５：５７）。

能从意见对立者那里获得启发，尤其标志着一个人的思想已有定见或已

趋成熟。经过库珀那些 “虚假原理”的系统激发，加之美利坚体制的思想加

持，李斯特对政治经济学和国家发展问题的视野显著扩大了，构想也更条理

化了。他曾说过：“一切新思想的历史表明，人类的进步并不是靠不加批判地

全盘接受伟大思想家的学说来推动的……后继者对大思想家们的学说加以充

实完善是理所当然的。”（李斯特，１９９７ｂ：１９）正是强大的批判精神，加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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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国际游历、既有的思想积累、天生的敏锐悟性、出色的集成能力、雄健

的文字功夫，终于让李斯特在新大陆迅速站上了理论制高点，开启了构建一

个赶超发展学说的拓荒之旅。

四、结论：李斯特创新何在？

上文已清楚表明，在李斯特所构建的赶超发展学说背后，有着对欧美已

有成果的广泛吸收。事实上，除了本文列出的德国官房学派、法国科尔贝主

义、美国美利坚体制外，李斯特尚借鉴了意大利的国家经济学派、西班牙的

欠发达经济学、英国的保护主义，不过限于篇幅，后面这些内容只能另文

交代。

李斯特借鉴的那些经济理论与政策实践，同属民族国家初起、工业化发

轫、国际竞争加剧那个 “早期现代”欧美各国的经国济民之道，实乃重商主

义在近代各国的不同版本。可惜，这笔博大精深的经济学资源在英国率先赢

得工业优势、图谋借自由贸易而垄断工业利益之际，逐渐牺牲在定于一尊的

祭坛上。就在斯密学说被抬升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强调发展自主工业、

谋求国家富强的重商主义日益遭到抹杀和贬斥 （梅俊杰，２０１４：３０—４１、

９２—９６）。在此背景下，李斯特所做的，其实是为解决实际问题而摆脱流行教

条，重拾并光大被自由学派 “忘掉”和 “抹掉”的那部分 “明智之道”（凯

恩斯，２００４：３５０），这正是日后凯恩斯之所为和所言。

李斯特对重商主义作过明确评述，曾赞赏其三大长处：第一，重商主义

重视发展本国工业，它 “清楚地认识到国内工业的价值，认识到工业对本国

农业、商业、海运以及对国家文化与力量的影响，而且毫不含糊地表明了这

种认识”；第二，重商主义深知发展工业的手段，它 “指出了一个有条件建立

工业的国家要达到建成工业的目的时，大体上应当采取哪些正确的方法”；第

三，重商主义立足于国家这个概念，它 “把国家看作基本的实体，处处所考

虑的是国家利益与国家情况”（李斯特，１９９７ａ：２８５）。重商主义的这些精髓，

后来无不成为李斯特赶超发展学说中的理论支柱，上述溯源对此已展露无遗。

当然，在回溯西方经济传统后也不难看到，就其学说中的每一论点而言，

李斯特看来都有不少前驱者，甚至因此而难言李斯特有何特别的创新。所以

马克思会评论说，李斯特提出的原理没有一个不是在他之前很久就已经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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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来了的 （马克思，１９７９：２４９）。然而，后人都是在前人基础上工作的，

李斯特亦不例外。这不禁让人想起熊彼特对亚当·斯密的评论：“《国富论》

中所包含的分析思想、分析原则或分析方法，没有一个在１７７６年是全新的”，

“如果抽掉这些前驱者的思想，是否还能剩下斯密的思想，是很值得怀疑的”

（熊彼特，１９９６ａ：２８０、２９４）。这段话用到李斯特 （甚或绝大多数体系创立

者）身上，应该也是适用的。既然如此，我们该如何客观看待李斯特的创

新呢？

质言之，李斯特无疑抓住了斯密之后所确立的古典自由主义范式跟现实

尤其是落后国现实的严重脱节。特别在观察到自由贸易后果屡屡背离流行学

说之预断后，李斯特感慨道：“有关商业政策的重大问题虽在各国书本和立法

机构得到了最精明头脑的讨论，但从魁奈和斯密时代以来所见的理论与实践

间的鸿沟，不但没有填平，反而在逐年拉大。科学如果不能照亮实践之路，

那它对我们还有什么用处？”于是，他立志要构建一个 “不是建立在空洞的世

界主义之上，而是以事物本质、历史教训和国家需要为依据”（李斯特，

１９９７ａ：７）、 “政策措施适应特定国情和现实需要”的政治经济学 （Ｌｉｓｔ，

１９０９ｂ：２８９，２９０）。

为倡立新说，李斯特既注重吸收，更强调批判，他表示，“不加批判的接

受只会使伟人的后继者们不可能弥补前辈著作中的缺陷”。同时，他自信拥有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有利条件，因为自己 “不仅多年研究各种经济学说，而

且……访问过世界上所有的先进国家，并研究过它们的贸易、工业、财政和

农业”（李斯特，１９９７ｂ：１９）。况且，他还找到了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实证结论

的方法，也由此开辟了日后蔚为大观的经济学历史学派。他强调，“卓越的体

系绝对要有卓越的历史根据”（朱绍文，２０００：１０４），研究者首先要寻求历史

教训，从中推导出基本原理并加以完善，再把以前的体系付诸批判性考察，

最后则要说明目前的商业政策立场 （Ｈｉｒｓｔ，１９０９：３００）。当然，若论李斯特

的创新，尚不在于方法上的批判性吸收、理论联系实际，或以历史比较归纳

去代替抽象分析演绎，尽管有史家称历史方法乃其 “真正的创造性”（季德和

利斯特，１９８６：３２６）。

李斯特的创新恐怕也不在于关税或幼稚产业保护，甚至也不在于国家干

预或生产力学说，尽管他强调非物质因素之生产力促进作用确实很有特色。

光看这些局部论点，李斯特严格来说首创无多，反过来，单以这些方面来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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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也难免有失公允。李斯特真正的创新之处或历史地位在于，当出现足以独

霸世界的垄断性工业强国时，特别是在已出现了一套看似有充分说服力、足

可瓦解其他国家工业化意志的世界主义经济理论时，他基于落后国立场，通

过融会贯通前斯密时代的传统经济学资源，加之他对经验事实的深入研究，

率先成就了一个与斯密学说针锋相对、以经济民族主义为规范、适合落后国

发展需要、可替代自由贸易选项的赶超发展学说。这才是他最大的贡献所在，

也是其创新性之所系，有关局部论点都是在 “民族主义赶超发展”这个范式

内各得其所并增效发力的。

纵观经济思想领域，能成为重大范式的学说必然寥寥无几，但李斯特学

说足以构成与斯密学说互相对垒的一个范式。这里不妨极而言之，将双方的

范式对垒概括为：世界主义←→民族主义；个人主义←→国家本位；交换价

值←→生产源力；① 物质主义←→超越物质；自由贸易←→保护主义；放任自

流←→政府干预；分工至上←→生产力协作；抽象演绎←→经验归纳 （梅俊杰，

２０２１）。与斯密学说一样，李斯特学说在细节上的创新或许在在可商，但作为

一个集大成的整体，它确实有自己可独立的框架。诚然，有独立框架的大家

历来多有，但获得世人公认从而立下范式者则屈指可数。在这一点上，李斯

特与斯密一样，关键在于生逢其时，能得风气之先，能 “得预新潮流”。熊彼

特称赞李斯特具有一个 “伟大的因素”，“即关于国家形势的伟大想象力”，特

别是预见了 “这个国家在经济上的全部可能性”；“这种想象力本身虽不是科

学成就，却是取得某种科学成就的先决条件”（熊彼特，１９９６ｂ：１９５）。熊彼

特所称的 “伟大想象力”，基本上就是陈寅恪所谓 “预流”的能力。

除此之外，还必须强调李斯特的一大强项，即他不仅满足了时代之需求，

而且有能力放大时代之需求。他通过手中舆论阵地和如椽巨笔，通过不屈不

挠的国内外活动，简直以一己之力，长期普及自己的学说或相关理念。因此，

施莫勒称李斯特是 “鼓动家，不是教授”，还有称 “李斯特的才智在于普及他

人的理念”（Ｔｒｉｂｅ，１９９５：３６，３４），也不是毫无道理，正是那种出色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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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斯特的 “生产力”概念包括了作为 “生产力增长的丰富泉源”的广泛因素 （见李斯

特，１９９７ａ：１２３），与通常所称的 “生产力”概念颇有差别。因此，英文从德文译出时，

除用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ｐｏｗｅｒｓ或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ｆｏｒｃｅｓ外，也用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为求准确，这
里尝试用中文 “生产源力”来指称李斯特的这一核心概念。



能力让他获得了额外的影响力。有言：这时的欧洲几乎只有李斯特一个声音

在孤独地呼吁，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外围 “去工业化”的经济政策 （赖纳特、

贾根良，２００７：２３２）。既然如此，以见机之早、影响之广而论，李斯特的确

是 “第一个从后进的欧洲国家角度批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突出人

物”（Ｓｚｐｏｒｌｕｋ，１９８８：１４７）。称他为 “当今发展理论、发展决策、发展规划

的鼻祖”（森哈斯，２０１９）、 “所有欠发达国家雄心壮志的预言家”（Ｌａｕｅ，

１９７４：５７），不亦宜乎？

于今视之，李斯特当年所分析的那个世界在近两百年后并无实质性改变。

无论是基本的民族国家格局、国际竞争态势，还是产业保护需要、国家政权

作用，诞生了李斯特那个民族主义赶超发展范式的大环境一仍旧贯。同样，

领先者对后发国的思想与政策误导、自由贸易论假定前提在现实中的缺失、

落后国自主发展的必要与困难，也都依然如故。因此，李斯特学说远未过时，

甚至还 “平添了现实合理性和可应用度”（梅俊杰，２０１９：ｘｘｉｖ—ｘｘｖｉｉ）。即使

人们不同意琼·鲁滨逊 （ＪｏａｎＲｏｂｉｎｓｏｎ）“经济学的本质植根于民族主义”这

一论断 （Ｋｎｅｌｌ，２０１９：１９２），只要李斯特学说所对垒的斯密学说继续大行其

道，则李斯特学说便自有其对应适用之价值。而这正是李斯特学说的经典性

所在，也是后发国学界需要加强相关研究的理由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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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Ｓｐｉｅｇｅｌ，ＨｅｎｒｙＷ１９９１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ｈｏｕｇｈｔＤｕｒｈａｍ／Ｌｏｎｄｏｎ：Ｄｕｋ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Ｓｚｐｏｒｌｕｋ，Ｒｏｍａｎ１９８８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ｖｅｒｓｕｓ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Ｌｉｓｔ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Ｔｒｉｂｅ，Ｋｅｉｔｈ１９９５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ｒｄｅｒ：Ｇｅｒｍ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１７５０－１９５０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Ｗｅｎｄｌｅｒ，Ｅｕｇｅｎ２０１５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Ｌｉｓｔ（１７８９－１８４６）：ＡＶｉｓｉｏｎａ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ｗｉｔｈ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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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Ｇｅｒｍａｎ，Ｆｒｅｎｃｈ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ＬｉｓｔｓＴｈｅｏｒｙ

ＭｅｉＪｕｎｊｉｅ

（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ｉｓ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ａｔｃｈｕｐ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Ｌｉｓｔｄｒｅｗ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ｕｐｏｎＧｅｒｍａｎ，Ｆｒｅｎｃｈ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ｄｅａｓ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ＧｅｒｍａｎＣａｍｅｒ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ｉｔｓｓｔｒｏｎｇｅｍｐｈａｓｉｓｏｎｌａｔｅｃｏｍｅｒｓ

ｃａｔｃｈｉｎｇｕｐ，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ｔｒａｄ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ｘｅｒｔｅｄ

ｕｎａｖｏｉｄａｂｌ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ｎＬｉｓｔＬｉｓｔｗａｓａｌｓｏｉｎｓｐｉｒｅｄｂｙＣｏｌｂｅｒｔｉｓｍ ｔｈａｔｏｎｃ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ａｎｄｏｖｅｒａｌ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ｉｓｅｏｆＦｒａｎｃｅＴｈｅｄｒａｓｔｉｃｄｅｍｉｓｅａｓ

ｗｅｌｌａｓｍｉｒａｃｕｌｏｕｓｓｕｃｃｅｓｓｏｆＣｏｌｂｅｒｔｉｓｍ，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ｗｉｔｈｉｔｓｌａｔｅｒｒｅｖｉｖａｌ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ｓｈａｐｅｄＬｉｓｔ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ｌｙ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ｂｙ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ｓｈｏｒｔｌｙ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ａｌｌｅｄｆｏｒａｎａｃｔｉｖ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ｔａｒｉｆｆｓ ｆｏ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ｂｙ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ｌｌｏｆｗｈｉｃｈｂｅｃａｍｅｆｕｌｌｙ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ＬｉｓｔｓｗｏｒｋｓＬｉｓｔｓ

ｍａｉｎ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ｔｈｏｕｇｈｎｏｔｓｔｒｉｃｔｌｙ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ｃａｍｅｔｏｂ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ｏａｎｅｗ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ｈｉｓｏｗｎ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ｌｙｏｐｐｏｓｅｄｔｏ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Ｔｈｉｓ

Ｌｉｓｔｉａｎ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ｃａｔｃｈｉｎｇｕｐ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ｓｓｔｉｌｌｈｉｇｈｌｙ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ｔｏｄａｙ，

ｂｏｔｈ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ｌ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Ｌｉｓｔ，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ａｍｅｒａｌｉｓｍ， Ｃｏｌｂｅｒｔｉｓｍ，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ｙｓｔｅｍ

ＪＥ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１１，Ｂ１５，Ｂ３１，Ｆ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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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１

经济思想史学刊　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